
东北地区 “江”名的历史由来考 ①

庄会彬

　　提　要：东北地区的 “江”并非当地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，而是东北地区历史、文化、社会、政治等多个因

素不断交织的产物。历史资料表明，高句丽、新罗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、朝鲜半岛使用了 “江”，后来的渤海，从

高句丽继承了 “江”，并将其推而广之，使得 “江”在东北地区的分布格局初具规模。后经几番 “江”“河”拉锯

战，形成了今天的局面。当然，在东北地区 “江”的形成过程中，汉字的使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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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河流名称总体上呈 “南江北河”的分布格局。南方的河流多以 “江”命名，如长江、

珠江、赣江、湘江、浙江等；北方的河流则多以 “河”命名，如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渭河、汾

河、塔里木河等。然而，东北地区却是个例外，这里虽然地处北方，许多大河却以 “江”命名，

如黑龙江、松花江、嫩江、图们江、鸭绿江，等等。对于南方 “江”名的由来，学界存在 “外

来说”和 “汉语固有说”两种主流观点。以Ｎｏｒｍａｎ＆Ｍｅｉ为代表的外来说认为，“江”并非汉
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，而是外来词，借自南亚语或者南岛语 （古楚地百越民族语言）。① 王力②、

张洪明③则持 “汉语固有说”，认为 “江”最初是指中国南方最大河流长江的专有名词，后来从

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，用来指所有的河流。既如此，问题也就来了：东北地区那么多河流以

“江”命名，又是如何而来？

一

东北地区的 “江”名显然不会是由长江之专名的 “江”扩散而来。要知道，东北地区远离

南方，且两者之间中原大地上又有大小无数 “河”流重重阻隔，这就注定了 “江”无法穿越华

北地区渗透至东北。那么，这些 “江”是否会穿越空间而来———通过大规模的移民，要知道，

移民可能会改变一地的语言乃至地名的。然而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，历史上大规模迁往东北地区

的民众多是来自于北方地区，当然史书中也有江南人移往东北的记载④，且当时长江已开始以

“长江”命名⑤，但其移民规模和影响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如此一来，东北地区的 “江”只剩

下了一种来源：本地民族语言。可是，东北地区民族之多、语言之复杂绝非一篇文章所能说清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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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为做到有的放矢，我们依据两个原则进行考证：

第一，要考虑东北地区 “江”最早出现的时间。

第二，如果说一种民族语言能够造成东北地区河流大批改名，这种语言必须有其强势，而在

当时的东北地区，这种强势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强势；通常而言，一个民族只有建立起政权，其语

言才有强大的渗透力。

如此一来，我们需要首先确定东北地区 “江”出现的大致历史年代，再围绕这个时代，考

察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及其语言，从而找到东北地区 “江”的由来。鉴于隋代之前东北地区

的河流名称尚不可考 （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中亦是留白），我们且从隋代考起。

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① 显示，隋代，东北地区的河流多以 “水”“河”命名，如黑龙江当时

称 “完水”，嫩江 （及松花江东流段）当时称 “难河” （唐初称 “那河”），松花江 （西流段）

当时称 “粟末水”，辽河当时称 “辽水”，鸭绿江当时称 “鸭渌水”。可见东北地区出现 “江”

名，当是隋以后的事情。松花江契丹时期改称 “混同江”②。在辽代的地图中，黑龙江 （同松花

江汇流后段）已称 “混同江”，鸭渌水亦改称 “鸭渌江”。③ 可见，最晚至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已

有诸多河流改称为 “江”。那么，“江”名是否来自女真 （金）或者契丹 （辽）民族语呢？就语

言视角而言，这显然不太可能，因为女真 （金）使用的语言与后来的满语相联系，而满语的江

河读音为üｌａ、ｂｉｒａ，与汉语的 “江”读音相去甚远；契丹语虽已消失，但根据某些历史典籍，

还能拟构其个别词的读音，有学者就把契丹语中 “河”的读音拟构为ｍｕｒｅｎ。④ 这样一来，“江”
来自于契丹语可能性也排除掉了。

二

有了以上考量，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考察隋到契丹 （辽）之间曾经统治过东北地区的少数

民族政权及其语言。隋与契丹 （辽）之间，在东北地区建立起强大政权的少数民族只有、

渤海，且它们都使用至少一种民族语言。然而考虑到使用的语亦与后来的满语相联系，

可以大胆地予以排除。如此一来，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渤海了。极有可能是渤海政权改变了东北

地区河流的名称格局，依据有二：

首先，文献方面的依据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显示，“涑沫江”“鸭渌江”最早出现在渤海

国境内。⑤ 由于缺乏文献记载，当时的黑龙江没有标识名称。黑龙江是不是在渤海国时代就已经

命名为 “江”了呢？不得而知。但清朝学者西清于１８１０年对其考证的结论是 “至辽史始有黑龙

江之称”⑥，另外，《辽史·道宗本纪》中也使用了 “黑龙江”⑦，如果 《辽史》撰者脱脱忠于历

史之称，那么，“黑龙江”一名应该在辽时已经存在了。前面已经谈到，辽所使用的契丹语不会

给汉语带来 “江”，因此，“黑龙江”很有可能是渤海国命名的。

其次，从地域上看，当年渤海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黑、吉两省以及鸭绿江、图们江、乌苏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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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流域，而今天东北有 “江”的地域范围也大致如此。这一依据还从反面表明了东北地区的

“江”应该不是契丹 （辽）带来的，契丹 （辽）的统治范围不止有黑、吉、朝鲜，还有辽宁、

内外蒙古以及北方的广大地区，而且中心在蒙古，如果是契丹 （辽）给黑、吉、朝鲜带来了

“江”，那么辽宁、内外蒙古等也不应该例外。

三

假如说东北地区的 “江”真是渤海政权的产物，那渤海政权的 “江”又是哪里来的？渤海

国的语言又是怎样的？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还要从渤海建国者大祚荣的身世说起。《旧唐书·渤

海传》开篇写道： “渤海大祚荣者，本高丽①别种也。”② 《新唐书·渤海传》记载：

“渤海，本粟末附高丽者，姓大氏。”③

既然大祚荣为 “高丽别种” “粟末附高丽者”，渤海国的上层统治者 （在建立政权之

初）很可能讲高句丽语④，至少要受到高句丽的很大影响。这一点可以从至少两方面获得支持：

一是金毓黻谈到，“渤海诸臣及遗裔之见著录者，高氏凡得五十余人，较他姓为繁，此又世族出

于高丽之证也”⑤。对此，白鸟库吉曾统计渤海赴日正使８５名，其中有２６名姓高，与高句丽国
王同姓，其余的正使和副使多用汉族式姓氏，用满族者仅有６名。⑥ 再就是史料方面，日本史书
《类聚国史》卷１９３《殊俗部渤海上》延历十五年四月戌子 （二十五日）条载：

真宗丰祖父天皇二年，大祚荣始建渤海国，和铜六年，受唐册立。其国延袤二千里，无州县

馆驿，处处有村里，皆部落。其百姓多土人少，皆以土人为村长。⑦

这里的百姓，指的当是渤海臣民，不包括奴隶。因为在奴隶社会，只有官吏、奴隶主以及平民才

有姓氏。这说明，渤海国主体民族为人。“土人”又该作何解释？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，学

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，如傅朗云认为 “土人”是发人后裔⑧；杨军认为 “土人”是指渤海建国

初期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粟末人⑨；宋玉祥认为，此 “土人”当作 “士人”瑏瑠。无论

如何，“土人”不会是普通的人，他们要么是高句丽人，要么是随从大祚荣出生入死的

人，即 “粟末附高句丽者”。这些人一旦掌握了政权，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，难免要受到此

前高句丽政权方方面面的影响，当然也包括地域河流的取名原则。

历史文献表明，高句丽应该是第一个在东北地区使用 “江”的民族政权，如 《中国历史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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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集》表明，唐朝前期，当 “松花江”“鸭绿江”还叫做 “粟末水”“鸭渌水”的时候，原高句

丽辖地已经有了 “乌骨江”①。高句丽为什么会用 “江”，而不是 “河”呢？这可能与高句丽语

自身的特点有关系。高句丽语的河流词发音与 “江”的古音应该相似，证据为，根据学者们对

历史文献 《三国史记·地理志四》中地名的整理可以发现，高句丽语里的河流记为汉字 “屈”

音，与 “江”的古音相似。② 而今天的朝鲜 （韩）语③里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河流词，ｋａｒａｍ
（ ）④，明显与上古汉语的 “江”的读音ｋｒｕ⑤、ｋｒｏｏ⑥相似。“屈”和 “江”的古音虽

然韵母差异，但声母相同 （同为见组）。这种对音在古代多有发生，如藏文曾以 ｎｅ对译 “宁”

字。⑦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越南语，越南曾用 “究”记载越南语 “江”，即ｋｒｏｎｇ。⑧ 对于高句丽
语与后世乃至今天朝鲜语之渊源，目前尚难以定论，但根据我国史书记载，新罗与百济可以通

话，而百济语与新罗语也有些相似：“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”⑨ （《梁书·新罗》），“今言语服章

略与高骊同”瑏瑠 （《梁书·百济》）。既然三国语言在梁代已是两两之间可以勉强通话，至于唐代

相互交流应不再是问题。它们即使不是一种单一语言或者同一语系，至少也有过深层的接触。把

今天的朝鲜语与历史上的高句丽语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

另外，有些学者通过比较韩 （朝鲜）文化与中国古百越文化，认为朝鲜文化的主体部分起

源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，是中国百越文化的一支。瑏瑡 还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，探讨了韩 （朝鲜）

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民族语言之间有着亲缘关系。瑏瑢

“江”为古越语中的普通河流词瑏瑣，既然朝鲜语与古越语有着亲缘关系，其河流词的发音很

可能类似于 “江”。更有趣的是，不只是高句丽倾向于用汉字 “江”，与高句丽同一时期的新罗

也对 “江”颇为青睐。如 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显示，唐朝初期，新罗境内也出现了 “江”———

“熊津江”瑏瑤；时至今日，朝鲜半岛上的河流一概称 “江”。这些不应该都是巧合，而恰恰在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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Ｋｏｇｕｒｙǒ：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Ｊａｐａｎ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Ｌｅｉｄｅｎ：Ｂｒｉｌ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，２００４）。这一观点是
否可信我们不做评论，但从他所拟构的高句丽语词汇可以看出，高句丽语应与中世朝鲜语以及现代朝鲜语

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有学者认为：ｋａｒａｍ为古朝鲜语的借词，借自上古汉语 （见崔玲爱：《汉字学讲义》，汉城：ｔｏｎｇｎａｍｕ，１９９５
年）。这一观点尚值得推敲，有证据表明，汉语中作为普通河流词的 “江”实非汉语固有词，而是来自于古

越语，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：《汉语 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１年第５期。
参见李方桂：《上古音研究》，《新清华学报》１９７１年第９期。
参见郑张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３年，第３３２页。
参见周季文、谢后芳：《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。
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：《汉语 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１年第５期。
许嘉璐主编：“二十四史全译”《梁书》，第７２９页。
参见许嘉璐主编：“二十四史全译”《梁书》，第７２８页。
参见苑利：《韩民族文化源流》，学苑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；苑利：《从稻作文化看韩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》，韩
国民俗苑出版社，２００５年；蔡丰明：《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》，学林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；等等。
参见苑利：《韩 （日）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吴越语比较》（上、下），《当代韩国》２００５年第２、第３期。
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：《汉语 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２０１１年第５期。
谭其骧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５册，第５０—５１页。



明，古朝鲜语中已经存在类似于 “江”的语音形式。如此一来，也就不难理解，高句丽在借用

汉字表河流时，为什么没有选择 “河”，而选择 “江”了。①

这里顺便说到，原来北方地区多以 “水”命名河流， “水”为什么会退出历史舞台？这一

点，我们曾有过专门讨论②，主要观点是，“江”“河”有其民众土壤，而自有秦以降，雅言不

断衰落，导致底层语言崛起。最终平民语言渗进上层社会的书面语，从而夺取了河流的命名权。

东北地区 “江”名的出现也正是应这一潮流而动。随着雅言渐趋式微，北方地区 “水”退

“河”进，南方地区 “水”退 “江”进，河流词 “江”在中国南方已成大一统局面。③ 潮流涌

动之下，这一局面不免渗入地缘上相近的朝鲜半岛 （如新罗出现了 “熊津江”等），也影响了当

时渤海国统治下的东北地区。渤海继承了高句丽的制度、文化、语言，其中自然包括河流词

“江”。不可避免地渤海选用了 “江”来命名自己境内的大河。④ 根据近代学者黄维翰所纂辑 《渤

海国记》，目前可以确定，渤海国当时使用的 “江”名已有不下１０条，如鸭渌江、涑沫江、縯江、
沸流江、乌骨江等⑤，基本奠定了东北地区 “江”的分布格局，给后世造成了深远地影响。

四

值得强调的是，在 “江”的传播过程中，汉字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众所周知，汉字是

音义二维性文字，它与语义的联系具有特定性，与语音的联系却不具特定性，因此可以超越空间

和时间的限制，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和穿透力。史料表明，渤海乃至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书写文

字都是汉字。⑥ 渤海用汉字 “江”为河流命名，不仅很容易为内地汉族人所接受，也为当时以

及后来东北亚各民族所接受，从而使得 “江”名得以穿越时空，保留至今。

总而言之，历史上正是有了高句丽的尝试、渤海的继承和推广，再加上汉字的诸多优点，东

北地区 “江”的地位很快就得到了巩固和加强，后来的几个朝代的语言皆难以撼动。而汉字

“江”正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，假高句丽、渤海国之手传到了东北地区，此后的一千多年里，“江”

与 “河”几经拉锯 （总体说来， “江”的范围基本维持渤海国的影响地域，个别地区 “江”退

“河”进，如 “乌骨江”后来改名 “河”），最终形成了今天东北地区 “江”的分布格局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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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５东北地区 “江”名的历史由来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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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可能会怀疑ｋａｒａｍ与 “江”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在今天朝鲜语里和 “江”对应的是 ｋａ（ ），如鸭绿江
的发音是Ａｍｎｏｋｋａ（ ），而非Ａｍｎｏｋｋａｒａｍ。对于这一问题，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，一是ｋａ为借词
（音），直接从汉语借来；二是ｋａ可能是由ｋａｒａｍ发展而来。基于以往的研究，本文认为，ｋａ是由 ｋａｒａｍ
发展而来的。在这一过程中借词 （音）也起了助推的作用：一开始ｋａｒａｍ的存在为 “江”的进入提供了方

便之门，后由于汉字读音逐渐标准化 （汉化），最终读成了今天的ｋａ。
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：《汉语 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２０１１年第５期；布
占廷、庄会彬：《汉语 “河”的词源辨考》，《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》２０１０年第２期。
唐人孔颖达在为 “九江孔殷”（《书·禹贡》）注释时写到：“江以南，水无以大小，俗人皆呼为江。”

事实上，东北地区的许多民族政权都对其境内的大河以自己的语言命名，如黑龙江历史上曾有蒙古语名

“哈拉穆连”和满语名 “萨哈连乌拉”，至于为什么这两个名称没有保留下来？答案或许非常简单：“穆连”

“乌拉”毕竟这些不是汉语，而渤海国所采用的 “江”有其汉语基础，则更容易接受并得到推广和继承。

参见黄维翰纂辑：《渤海国记》，广文书局，１９６８年。
由于文献资料传世不多，渤海的语言已无法再考，但有很多证据表明，渤海国官方书面语言是汉语。参见

刘晓东：《渤海国语言初探》，《北方文物》２００４年第４期。


